
 

自然资本视角下贸易开放的环境效应———基于长

江经济带的生态足迹分析1 

汪凌志 

【摘 要】: 生态经济学提出以自然资本反映商品与服务所内含的生态价值。文章以生态足迹(EF) 作为自然资本

的测度，构建2000—2012 年长江经济带九省二市的EF 面板数据，并采用不同的计量模型及工具变量策略考察了贸

易开放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 在该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EF 总量与EF 结构呈现反向变化，自然资本

消耗日趋严重且以环境污染为主导，不同省市EF 强度呈现显著差异; 贸易开放的深化总体上加剧了自然资本消耗，

其中贸易的规模效应为负，结构与技术效应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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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4 年9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标志着打造长江经济带正式上升为国家

战略。长江经济带横跨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覆盖长江流域九省二直辖市，2013年其人口与GDP 分别为58160 万人与259525. 

05 万元，占全国比重达到42. 74%与41. 19%。作为中国人口密集度最高、综合实力最强的区域，长江经济带在建立全方位对外

开放新格局，转变粗放型贸易增长方式上必将在全国起到引领作用。然而随着经济快速发展，长江流域也面临着森林植被破坏、

水土流失、水资源污染等环境问题，资源短缺及生态服务功能的日渐弱化严重制约着长江经济带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定量评

估长江经济带的环境质量，考察贸易开放对环境的影响，对于制定着眼于该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的经济贸易政策，实现经济社会

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自然资本源于可持续发展思想，扎根于生态学的研究土壤。自Pearce and Turner(1990) 首次将其定义为“任何能够产生

具有经济价值的生态服务流的自然资产”以来，围绕这一概念的理论研究开始兴起，并逐渐发展成为生态经济学的基础理论。
［1］

虽然不同学科对自然资本特征与功能的界定仍然存在一定争议，但都主张进行自然资本核算，生态经济学提出以实物量核算自

然资本存量，以克服传统货币资本忽视产品及服务生态价值的局限。在自然资本测度的众多方法中，目前应用最为普遍成熟的

是由Ｒees(1992)提出，并由Wackgernel and Ｒees(1996) 加以完善的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EF) 方法。该方法将

人类生产或消费的商品与服务内含自然资本表征为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筑用地、化石能源用地六种用地，其中前五类

用地称为生物资源足迹，化石能源用地也称为能源足迹，通过将不同类型的土地转化为“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这一标准化度

量单位来测度人类对生态系统供给可再生资源以及吸收废弃物与排放这两大类生态服务需求
［2］［3］

，其衍生出来的各种足迹形式，

如碳足迹、水足迹等，在不同类型的环境问题研究中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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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的环境效应研究兴起于20 世纪90 年代，Grossman and Krueger(1991) 提出贸易自由化影响环境的三种相互联系的作

用机制(规模、结构与技术效应) ，奠定了该领域研究的理论基础。
［4］

自此之后相关实证研究大量涌现，主要从以下两个视角展

开。 

(一) 基于“环境三效应”框架，选取特定污染物指标与不同的计量分析方法，考察特定区域贸易自由化对环境质量的影响

(Antweiler et al，2001; Managi et al，2009; Kleemann and Abdulai，2013) 。
［5］［6］［7］

其中Antweiler et al. (2001) 通

过构建贸易摩擦变化对环境污染影响的一般均衡模型，采用简约参数设定将理论模型与计量模型(ACT 模型) 结合，对1971—

1996 年全球44 个国家100 多个城市的贸易开放与制造业SO2的关系进行实证考察，对后续经验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近年来国内相关研究大多是基于ACT 模型，运用不同估计方法考察中国对外贸易对不同污染物的影响。任力、黄从杰(2011) 

构建中国1995—2007 年碳排放量的省际面板数据，分区域考察贸易密度、人均收入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结论表明三大区域的

对外贸易密度均与人均碳排放呈现显著正相关，中、西部的边际碳排放比东部大。
［8］

黄娟、田野(2012) 基于产品内分工视角，

构建贸易环境效应的联立方程模型，利用中国11 个东部沿海省市1992—2010 年的面板数据考察贸易开放对SO2的影响，结论表

明结构与技术的环境正效应完全抵消了规模负效应。
［9］

彭水军等(2013) 基于中国2005—2010 年251 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

采用动态面板模型考察贸易开放所引致的结构效应对三类污染物排放量及排放强度的影响，结论表明贸易引致的结构效应总体

上有利于环境污染改善，不过影响相对有限。
［10］

朱德进、杜克锐利用1995—2009 年我国28 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碳排放效率

测算，发现多数地区的碳排放效率在0. 51—0. 57 之间，处于较低水平; 进出口贸易促进了碳排放效率的提高，且随着进出口

贸易的增加，碳排放效率呈现先提高后降低的趋势。
［11］

周杰琦、汪同三(2013) 采用中国1990—2010 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构造

修正后的贸易开放度指标考察中国贸易开放对碳排放的影响，结论发现随着时间推移环境负效应呈现减弱趋势，EKC 假说在中

国成立。
［12］

综合来看，采用以ACT 模型为代表的各种计量回归模型，样本数据及环境指标选择的差异使得实证结果存在较大分

歧，影响了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和可比性。 

(二) 通过量化贸易活动的隐含污染排放，考察各国对外贸易的环境成本及污染转移，其研究主要是基于不同的投入产出模

型(Input － output Model) ，测算特定区域的贸易隐含污染与污染贸易条件，并采用结构分解分析(Structure Decomposition 

Analysis，SDA) 考察不同因素的影响效应(Machado et al，2001; Petersand Hertwich， 2008; Xu and Dietzenbacher、2014) 。
［13］［14］［15］

目前国内研究主要集中于贸易隐含碳分析。如张友国(2010) 采用单区域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考察中国1987—2007 年

的贸易含碳量及其部门分布和国别流向，并通过SDA 揭示不同因素对其变化的影响，结论表明2005 年以来中国已经成为碳净输

出国，贸易规模增长是推高贸易含碳量的主要因素。
［16］

王丽丽等(2012) 基于中国非竞争型可比价投入产出简表，测算2002—

2007 年中国贸易隐含碳，并利用SDA 将出口隐含碳的影响效应分解为碳排放强度等四种因素，结论表明中国净出口隐含碳急剧

上升，贸易规模负效应极为显著。
［17］

丛晓男等(2013) 利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核算了全球113 个国家2004 年的贸易隐含碳，

结论表明中国等金砖国家的碳净流出量较大，贸易隐含碳具有特定的地缘结构。
［18］

徐盈之、郭进(2014) 采用多区域投入产出

模型对25 个WTO 成员国的贸易隐含碳进行测算，结果表明“生产者消费者共担”原则对界定各国碳排放责任更加公平有效。
［19］

综合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研究，较为一致的结论是中国是隐含碳的净出口国，贸易顺差规模扩张是其主导影响因素，同时多区

域投入产出模型由于准确度更高且更具实践意义，逐渐在国内兴起。 

综上所述，现有国内关于贸易环境效应的研究大多选取污染物作为环境指标，较少考虑资源消耗这一环境因素，且结合国

内特定经济区域的深入研究相对不足。因此，本文拟延续上述第一种研究路径，基__于自然资本视角，选择纳入资源消耗与环

境污染的EF 作为环境指标，通过建立改进EF 模型进行长江经济带自然资本测算，并采用不同的计量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静态

与动态面板模型、不同的工具变量选择) 深入考察长江经济带贸易开放与环境质量的关系。 

二、基于EF 方法的长江经济带自然资本测算 

(一) EF 测算模型及数据说明 



 

1. 基于“国家公顷”的改进EF 模型 

目前国内针对 EF 的定量研究大多采用 EF 基础模型，模型主要参数以选择单一年份主要消费品的世界平均单位面积产量为

主，这类大尺度“全球公顷”模型的主要缺陷在于忽视了特定区域土地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差异性。虽然近年来国内学者在这

一应用局限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基于“国家公顷”、“省公顷”等新的计算方法，补充和完善了模型中各类参数的选

择标准，但总的来说仍显不足(赵兴国、潘玉君等，2011; 向书坚，柴士改，2013) 。
［20］［21］

本文在上述文献的基础上，考虑中

国实际土地生产力特征和单位面积产量变化，建立以中国平均单位面积产量作为参数的“国家公顷”模型，具体如下: 

 

式(1) —(3) 分别表示EF 值、EF 结构、EF 强度。其中EFb与EFe分别表示生物资源足迹与能源足迹; Ci、Pi分别表示第i 类

产品的产量与中国平均单位面积产量; rj和f 分别表示第j 类生物资源足迹和能源足迹的均衡因子; Em、um、vm分别表示第m 类

能源的消费总量、平均低位发热量与能地转换系数。EF结构以生物资源足迹与能源足迹的比值表示，反映自然资本消耗的结构

特征; EF 强度以单位GDP 所占用的EF 表示，用以衡量环境效率。 

2. 测算方法与数据说明 

本文选择的研究区域为长江经济带九省二直辖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重庆市、

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 ，研究期为 2000—2012 年。根据 EF 各类土地的特征界定，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与完整性，采取的

测算方法见表 1。其中各省市各类产品的产量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林地、草地、水域的实际面积及各省市建设用地面

积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及《国土资源统计公报》;各省市煤炭、石油、天然气消费量及平均地位发热量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

鉴》; 测算 EF 强度采用实际 GDP(2000 年为基期) ，通过历年各省区 GDP 指数将名义 GDP 折算得到，相关数据来自《中国统

计年鉴》。上述部分年份缺失数据根据前后年份相关数据进行推算。各类用地的均衡因子及能地转换系数来自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 (均衡因子: 耕地及建设用地 2. 17、林地与化石能源用地 1. 36、草地 0. 48、水域 0. 36; 能地转换系数: 煤炭类 55、

石油类 71、天然气 93) 。需要说明的是，在小尺度 EF 模型中，均衡因子的理想选择应该考虑其在个体与时间维度的变化，但

基于现有数据实现这一计算存在较大困难，因此本文选择固定不变的均衡因子。 

 

(二) 测算结果分析 



 

1. EF 总量及结构分析 

图 1 显示了 2000—2012 年长江经济带 EF 总量与 EF 结构。在整个研究期内，EF 总量自 59658. 61 万公顷持续增至 96434. 

56 万公顷，年均增长 4. 08%，意味着长江经济带自然资本消耗日益增加，环境质量趋于恶化; EF 结构自 1. 7619 持续降至 0. 

6149，意味着长江经济带自然资本消耗的环境污染化趋势愈发显著。具体来看(见表 2) ，生物资源足迹中，耕地与林地所占比

重相对较大，反映长江经济带以农产品与林产品为主导的农业产业结构，林地、水域、建设用地呈现小幅增长，耕地与草地则

呈现下降趋势，尤其是耕地，自 13800. 28 万公顷降至 11260. 77 万公顷。这一方面源自实际耕地数量的减少及用途的改变，

另一方面也可能体现出耕地利用集约化程度的提高。与此相应，化石能源用地自 21600. 85 万公顷迅速增至 58792. 95 万公顷，

增长 2. 72 倍，在绝对数量和增幅上都占据主导地位。 

 

 

2. EF 强度分析 

表 3 显示了 2000—2012 年长江经济带分省市 EF 强度。在整个研究期内，从绝对数量上看，EF 强度最高的省市集中在贵

州和云南二省， 2000 年，两省的 EF 强度分别为 4. 9024 公顷/万元与 3. 4555 公顷/万元， 2012 年分别降至 4. 1252 公顷

/万元与 3. 3343 公顷/万元。中上游地区的 EF 强度明显高于下游地区，一定程度反映出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差

异。受经济总量制约，中上游省市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更为严重，而位于发达地区的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得益于人均收

入高、创新能力强等诸多优势、在抑制自然资本消耗上走在前列。从变化趋势上看，各省市 EF 强度呈现较大差异，长江下游的



 

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均呈现波动中的小幅上升，环境效率趋于恶化; 中游地区的湖南省、江西省则呈现小幅下降; 上游地

区除重庆市外，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也均呈现波动下降，且下降幅度相对更大，反映长江中上游地区在加强环境治理、实

现绿色低碳发展上所孕育的巨大潜力。 

 

(一) 模型设定 

 

式(4) 、式(5) 分别代表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其中: 下标i 代表截面单位，t 代表年份; Nit、Nit － 1分别表

示第i 个省市在t 年、t － 1 年的自然资本消耗; TOit、PIit分别表示第i 个省市在t 年的贸易开放度与人均收入，为了验证

基于EF 的EKC 假说是否成立，在模型中同时加入人均收入的一次项和二次项，并取对数形式; Xit表示其他控制变量在第i 个

省市t 年的取值，j 表示控制变量个数，控制变量包括资本劳动比(KL) 、研发强度(ＲD) 、治污力度(PCS) ，此外，还加入时

间趋势变量(T) ，以控制自然资本消耗可能存在的趋势性变动; λit表示误差项。 

(二) 变量及数据说明 

自然资本消耗N(单位: 公顷/人) 衡量环境质量，以人均EF 的对数形式表示，其数据由前文测算得到; 贸易开放度TO(单

位: %) 衡量贸易自由化程度，贸易自由化能够通过技术与管理经验的外溢效应推动东道国加强环境治理，对于降低自然资本消

耗具有积极意义，但同时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深化，各国出于增强产品国际竞争力的需要，降低环境规制的意愿更强，将导致自

然资本消耗加剧，最终影响取决于两种相反机制的综合作用。该指标以各省市进出口总额与GDP 的比值表示，其中进出口总额



 

采用“按境内目的地和货源地分货物进出口总额(单位: 万美元) ”表示，并使用历年人民币汇率均价将进出口总额换算成人民

币计价; 人均收入PI(单位: 万元/人) 衡量规模效应，经济规模扩张虽然需要更多的自然资本支撑，但人均收入提高不仅有利

于技术进步的实现，还可能改变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刺激产生严度更高的环境政策和更加有效的治理技术，从而降低自然

资本消耗。该指标以人均实际GDP 表示，其数据处理前文已有阐述; 资本劳动比KL(单位: 万元/人) 衡量结构效应，以资本存

量与就业人数的比值表示，并取对数形式。该指标的上升，意味着经济结构具有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的趋势，较高

的资本密集度虽然意味着较高的技术效率与产品技术含量，但如果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集中在污染密集度较高的产业，则会

增加自然资本消耗。其中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进行估算，各省区固定资产投资额以折算为2000 年为基期的实际投资额表示，

各省区基年(2000 年) 资本存量与折旧率(9. 6%) 取自张军(2005) 的研究成果。
［22］

研发强度ＲD(单位: %) 衡量技术效应，以

研发经费支出占GDP 的比重表示。该指标越高，意味着技术进步与科技创新力度越强，有利于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治污力度PCS(单

位: %) 衡量环境规制效应，一般而言，环境治理力度越强，自然资本消耗越低。由于难以找到综合考察治理资源消耗与环境污

染的合适政策变量，本文选取以“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占GDP 的比重”作为环境规制的替代变量。上述各变量数据除研发经费

支出来自历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其他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四、模型检验与实证结果分析 

(一) 多重共线性与内生性处理 

本文同时使用静态和动态两种模型。静态模型设定依据Hausman 检验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之间进行选择; 动态

面板模型由于存在解释变量与随机扰动项相关的内生性问题，采取基于GMM 估计思想的差分GMM 估计与系统GMM 估计，GMM 估

计又分为一步法和两步法，两步GMM 估计由于利用了更多的矩条件，其估计量的修正标准误具有良好的统计性质(Windmeijier， 

2005) 。
［23］

因此，本文综合采用差分GMM 与系统GMM 的两步法估计动态模型。 

在面板数据模型中，经典假设要求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完全线性关系。本文首先采用spearman 相关系数法对解释变量进行

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贸易开放度与人均收入、人均收入与资本劳动比之间的相关系数相对较大，总体来看模型存在多重

共线性问题。是否对多重共线性进行补救，需要综合考虑估计结果与理论预期是否吻合，不宜盲目删除解释变量。因此，为保

证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取逐步回归与选取工具变量的方法，通过判断回归系数符号及显著性变化，考察多重共线性的影

响。 

贸易开放的内生性问题主要体现在联立性、遗漏变量和测量误差三个方面(李锴、齐绍洲， 2011; 贾中华、梁柱， 2014) 。
［24］［25］

首先，联立性产生于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 其次，由于难以将影响环境质量的所有解释变量列出，

遗漏变量纳入误差项将会导致内生性问题; 第三，依赖于贸易量流动的贸易开放度指标本身具有较大测量误差。因此，本文在

静态模型中综合采用滞后期工具变量法(LagInstrumental Variable，LIV) 和外部工具变量法(External Instrumental Variable，

EIV) 进行估计，在克服内生__性的同时，也利于降低多重共线性的影响。其中滞后期工具变量法选择内生变量的滞后一期作为

工具变量，外部工具变量参照黄玖立、李坤望(2006) 的做法，取各省市省会到海岸线距离(内部距离) 的倒数(乘以100) 为海

外市场接近度，构造经过名义汇率调整，具有动态特征的修正的海外市场接近度(CorrectionalForeign Market Approach，CFMA) 

作为外部工具变量。
［26］

 

(二) 实证结果分析 

表 4 报告了采取混合 OLS、逐步回归与不同工具变量(固定效应) 、差分 GMM 和系统 GMM 方法对式(4) 、式(5) 进行回归

分析得到的结果。需要说明的是静态模型设定检验表明固定效应模型更为理想，为比较不同模型设定形式的估计结果差异，本

文同时报告了混合 OLS 模型与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 



 

 

模型1 报告了混合OLS 的估计结果，结论显示贸易开放度系数符号为正，但并不显著，意味着贸易开放加剧了长江经济带

的自然资本消耗; 人均收入的一次项及二次项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人均收入增长对环境产生负面效应，基于EF 的EKC 假说并

不成立; 资本劳动比与研发强度的变化均与环境质量正相关，而治污力度对环境质量产生负面影响。 

模型2 报告了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剔除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结论显示贸易开放度与人均收入的系数符号均与模型1 保持

一致，且贸易开放度在5%的水平下显著。模型3 在模型2 上增加了资本劳动比、研发强度与治污力度三个控制变量，结论显示

所有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均未发生变化，贸易开放度与人均收入均显著为正; 资本劳动比每提高1%，人均EF 平均降低0. 0346%，

且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表明长江经济带的产业结构转型正朝着改善环境质量的方向发展，资本密集度的提升更多地体现在洁

净型产业中; 研发强度每提高1%，人均EF 平均降低3. 73%，意味着研发支出比重的提高对改善生态环境具有积极意义，这与经

济理论预期相吻合; 治污力度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环境规制反而加剧了自然资本消耗，可能的原因有两点: 一是该指标仅仅反

映了多种工业污染物的治污水平，其主要用途可能并未用于碳减排和降低自然资源消耗上，二是环境政策的实施效果受制于企

业预期反应、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监督困难和较高的管制成本。 



 

模型4—5 分别采用滞后期工具变量和外部工具变量估计了静态回归方程，其中模型4 选择内生变量TO、lnPI、lnPI2 的滞

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结论显示贸易开放度与人均EF 仍然存在显著正相关。模型5采用CFMA 作为贸易开放度的外部工具变量，

其系数在10%的水平下仍然显著为正，除此之外，两个模型其他变量的系数符号也与模型3 保持一致。采用工具变量进行估计导

致了贸易开放度变量的标准误增加，符合计量经济学理论预期，其中模型5 的估计系数及标准误相对模型3 均显著增加，而模

型4 的估计系数仅比模型2 稍大，相对来说结果更加精确。 

模型6—7 分别报告了采用差分GMM 和系统GMM 方法对动态模型的估计结果。在GMM 估计中，设定前定变量为lnNit － 1，

内生变量为TO、lnPI、lnPI2，前定变量和内生变量分别选择一阶及更高阶的滞后项、两阶及更高阶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从

模型6—7 的回归结果看，上一期人均EF 回归系数分别为0. 1189、0. 6177，且均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当期人均EF 很

大程度上受到上一期人均EF 的影响; 贸易开放度的系数符号与静态模型相同，且仅在差分GMM 估计中显著，意味着贸易开放度

的提升对环境质量仍然造成了负面影响，其他变量的系数符号也均与模型3—5 保持一致。同时，AＲ(1) 和AＲ(2)检验结果表

明，两种GMM 估计方法均不能拒绝一次差分后干扰项不存在二阶相关的原假设，意味着其估计量均是无偏且一致的; Sargan 过

度识别检验结果显示两者P 值分别为0. 275 与0. 691，表明工具变量总体有效。 

总体来看，动态模型与静态模型得到的结论基本一致，且静态模型中的组间拟合优度(Within － Ｒ2 ) 均稳定在0. 85 左

右，采用混合OLS、固定效应模型逐步回归、滞后期工具变量及外部工具变量、差分GMM与系统GMM 多种估计方法所得到的核心

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并未发生实质改变，检验结果较为稳健。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自然资本视角，以EF 作为环境指标，在测算长江经济带九省二市2000—2012 年EF 值的基础上，运用面板模型及

多种估计方法考察了贸易开放的环境效应，得到以下结论: (1) 2000—2012 年，长江经济带EF 总量迅速增长，生物资源足迹

中，除耕地足迹下降显著外，其他四类用地变化相对稳定; EF 结构持续下降，自然资本消耗的环境污染型特征日益强化; EF 强

度在不同省市差异显著，其中长江下游省市持续上升，环境效率趋于恶化，中上游省市相对更高，但下降趋势更为明显，表明

经济相对落后的省市尽管环境代价更为严重，但可改善空间也更加广阔。(2) 静态与动态模型的估计结果均显示贸易开放度与

环境质量呈现正相关，当期人均EF 很大程度受到上一期人均EF 的影响; 总体来看，以人均收入衡量的经__济规模变化对环境

产生了显著负效应; 以资本劳动比衡量的经济结构变化以及以研发强度衡量的技术进步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自然资本消耗。

需要强调的是，不同模型的估计结果均没有证据表明基于EF的EKC 假说成立，这进一步表明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上的EKC 假说，

其适用性受到环境指标、计量方法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以上结论表明，贸易开放加剧了长江经济带的环境压力，如何在贸易的货币利益与生态利益之间做出权衡取舍，是摆在我

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不仅需要改变现有不利于环境保护的经济贸易政策，也需要不断加大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力度。具

体来说，在贸易开放层面，长江经济带应致力于以创新驱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大力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力度，

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实现出口产品向低资源消耗及低碳方向转移，逐步优化贸易的生态结构; 从环境治理

层面，沿江各省市应着力形成环保共识，实现区域联动共同推进生态建设。重点加快建立公平高效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做好

重点区域水土流失治理和保护，逐步探索减排、降耗、节能与资源环境产权交易制度、机制及平台建设，以推动长江经济带绿

色生态与循环低碳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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